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熊賢品

　　中子化盤（《集成》１０１３７，圖１）銘文爲：

中子化用保楚王，用征 ，用擇其吉金，自作 5 （浣）〔１〕盤。

圖１　中子化盤銘文拓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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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是２０１５年度河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立項計劃“淮河流域商周古國有銘銅器整

理與研究”（２０１５犅犔犛０１２）的階段性成果。

李家浩：《信陽楚簡“澮”字及从“i”之字》第１８９—１９９頁，收入《中國語言學報》第一期，商務印書館

１９８３年，又收入氏著：《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·李家浩卷》第１９４—２１１頁，安徽教育出版社

２００２年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本器目前只見有銘文拓本，而器形、紋飾等相關資料不存。學者多偏好從銘文的

釋讀來探討其年代，討論的焦點在於“用保楚王”一句的理解，由此也有兩種代表性的

意見：

（１）讀如本字“用保楚王”，認爲是東周楚器。〔１〕此前學者多將銘文的“中”和楚

簡王之名相聯繫，從而將本器年代定爲楚簡王（前４３１—前４０８）初年。〔２〕後來陸續

有學者對此説提出一些反思，〔３〕並出現了楚成王（前６７１—前６２６）中期（十七年至三

十或四十年，即前６５５—前６４２或前６３２）、〔４〕東周一期（前７７０—前６７０）〔５〕等意見。

（２）將“楚”讀爲“胥”，並認爲銘文的“保楚”是“楚（胥）保”之倒，“用保楚（胥）王”

應理解爲“用楚（胥）保王”，其中的王爲周王，由此定中子化盤是兩周之際的王朝貴族

器，與楚無關。〔６〕

可見，關於本器尚有一些争論，中子化盤是否應當改訂爲兩周之際的非楚系器？

筆者對此也有一些思考，現撰成此文，不當之處，尚祈賜證。

一、銘文字體的特徵

本器銘文，除個别以外，大多易懂，風格也較爲明顯，如鄒芙都先生指出：

從銘文字體看，字作方正狀，顯得端莊凝重，布局整齊規範，這與西周銘

文風格保持一致；“楚”字作“ ”……此爲典型的西周至春秋早期的寫法，

所以判爲春秋早期器甚是。〔７〕

上述是關於本器文字討論的很有代表性的意見，學者也多未就字體進行詳細的

討論，但具體來看，篇中銘文實際上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。

（一）“保”。“保”字形體，一般作“ ”（大保簋，《集成》４１４０，西周早期），而本字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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鄒芙都：《楚系銘文綜合研究》第３９—４０頁，巴蜀書社２００７年。

郭沫若：《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》第１６７頁，科學出版社２００２年。

李零：《楚國銅器銘文編年匯釋》第３７４頁，收入《古文字研究》第十三輯，中華書局１９８６年，又收入氏

著：《待免軒文存（説文卷）》第２３４頁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５年。

李瑾：《楚器〈中子化盤〉作器年代管窺———青銅器楚史資料研究之二》，收入氏著：《殷周考古論著》第

２１４頁，河南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２年。

劉彬徽、劉長武：《楚系金文彙編》第４頁，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９年。

陳絜：《中子化盤銘文别釋》，《東南文化》２００８年第５期。

鄒芙都：《楚系銘文綜合研究》第４０頁，巴蜀書社２００７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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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“ ”，與之有異，相關的幾例情况，如：

第一類，是“j ”，如西周早期的大保方鼎銘文中，既有“ ”（《集成》１７３５），也有

“ ”（《集成》２１５８）。又同爲西周早期的作册大方鼎銘文中，有“ ”（《集成》２７５９），

也有“ ”（《集成》２７６０）。

第二類，是“■”形，包括：

① 王孫壽甗，（《集成》９４６，春秋早期）

② 臧孫鐘，《集成》９４； 其次句鑃，《集成》４２１———春秋晚期，

③ 曾大保盆，《集成》１０３３６———春秋

可見，與本器“保”作“■”（ ）相近的情况，主要是流行於春秋時期。

（二）“楚”。“楚”字形體，如“ ”（毛公鼎，《集成》２８４１，西周晚期），其中的“疋”

字構件，一般朝右。而本字“ ”中，則朝左，目前所見的近似形體有“ ”（楚公■

鐘，《集成》４３，西周中期偏晚）。

（三）“正”。本器銘文中“正”的形體“ ”，相較於常見字形，爲反體，目前所見

相關形體有一例，即其次句鑃（《集成》４２１，春秋晚期）中的“ ”。

（四）“吉”。本器“吉”字形體“ ”，與一般稍有區别。通常的“吉”字形體，如：

耳尊，《集成》６００７，西周早期　 元年師兑簋，《集成》４２７５，西周晚期

曾伯陭壺，《集成》９７１，春秋早期　 邾公華鐘，《集成》２４５，春秋晚期

楚王酓 6 鼎，《集成》２７９４，戰國晚期

其上部多爲“ ”。而本字上部作“ ”，與上列不同，相關形體主要見於：

① 伯氏始氏鼎，《集成》２６４３； 王孫壽甗，《集成》９４６； 陳侯鼎，《集成》２６５０；

楚嬴匜，《集成》１０２７３———春秋早期

② 庚兒鼎，《集成》２７１５———春秋中期

③ 黄韋俞父盤，《集成》１０１４６———春秋

可見，上部作“ ”的“吉”字形體，主要見於春秋時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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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“自”。一般“自”的形體，如“ ”（毛公鼎，《集成》２８４１，西周晚期），而本字形

體“ ”與之存在一定差異。近似的形體，目前見於春秋早期的曾子仲 k 鼎（《集成》

２６２０）“ ”。

（六）“乍”。一般的“乍”字形體，作“ ”（伯魚簋，《集成》３５３５，西周早期），本器銘

文則作“ ”，這種寫法較爲獨特。

（七）“l ”。本器銘文中的“ ”，相似的字形主要見於春秋時期，如：

魯少 m 冠盤，《集成》１０１５４，春秋 n 叔朕鼎，《集成》２６９２，春秋早期 哀成

叔豆，《集成》４６６３，春秋晚期

陳昭容並曾指出，讀爲“浣”的“ ”等，主要出於春秋時期的東土。〔１〕

同時，值得注意的是，上述圖Ａ是學界目前常用的銘文拓片，爲右起左行，但是如

此一來末尾的“l ”、“盤”等，似乎存在字體左右方向鑄反了的現象。而如果將圖像左

右翻轉後（圖Ｂ），變爲左起右行的讀法，則不存在銘文鑄反的問題，但這又不符合商周

銅器銘文中右起左行的文例。因此，本文認爲，從中子化盤銘文末尾的“l ”、“盤”等

存在文字左右方向鑄反了的現象，可以推測本器銘文存在反書的現象。而同時，大部

分銘文反書的例子，一般出現於東周，〔２〕在春秋時期的相關例子，如屈子赤目（角）

簠”，〔３〕由此，中子化盤銘文中存在的反書現象，也可以爲本器的年代提供旁證。

綜上，從這裏所討論的銘文中“保”、“楚”、“正”、“吉”、“自”、“乍”、“l ”等七個字

來看，“楚”、“乍”等的形體，較爲獨特；而“保”、“正”、“吉”、“自”、“l ”等的相似字形，

都主要見於春秋時期，而這也可以説明本器的年代，不早於春秋時期。同時，銘文中

存在的反書現象，也爲本器的年代提供了旁證。

二、銘文辭例與内容的理解

（一）中子化

目前尚有一些學者信從此處的“中”爲楚簡王。按，如認爲此處的“中”指楚簡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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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昭容：《從古文字材料談古代的盥洗用具及其相關問題———自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的青銅水器自名説

起》，《“中研院”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第七十一本第四分，第８９４頁。

此條承匿名審稿人提示，謹此致謝。

劉彬徽、劉長武：《楚系金文彙編》第７８頁，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９年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則“中子化”的稱謂方式，與出土文獻中常見的用法不同，如湖北當陽季家湖楚城出土

的秦王鐘：

秦王卑（俾）命（令）競（景）坪（平）王之定救秦戎。

這裏的“景平王之定”，是楚景平王的後代。〔１〕另外，清華簡《楚居》中記載有“柬

太王”，就是楚簡王。按照上述，則被理解爲楚簡王之子“化”的“中子化”，應當寫作

“簡太王之化”才是。因此，此處的“中”不太可能是楚簡王。

出土文獻中有一些“中子”的記載，其中一些較爲明確，如睡虎地秦簡裏面，“中

子”已經成爲家庭内區分兒子輩的稱呼，睡虎地秦簡《日書》１００正：

築（築）右宅土，長子婦死。築（築）左宅土，中子婦死。築（築）外垣，孫

子死。

另外一些甲骨金文的“中子”情况則於此不同。如商代甲骨金文有一些“中子”，

前者如《合集》２００５６“戊申卜侑中子”，《合集》２１５６６．１“癸亥卜，中子有往來惟若”。後

者如商代晚期的仲子觥（《集成》９２９８，商代晚期）“中（仲）子 o 發乍（作）文父丁尊彝”。

據研究，商代甲骨金文中所見包含“大、中、小”等字的名號，如“大且日己”、“小且乙”、

“大子”、“中子”、“小子”等，可能與繼統的次序有關。其中，具有區别字“大”者具有優

先繼承的地位，“中”者次之，“小”者再次之。〔２〕

金文中的“中子”，如著録於《集成》５９０９、西周早期的“中（仲）子乍（作）日乙尊

彝”，據研究，商末周初一些銘文中的“長子”爲首子或元子，“中子”爲支子，〔３〕這條材

料或可能與此有關。春秋早期的曾國銅器中也有一些“中子”，如著録於《集成》２４２３

的“曾侯中（仲）子斿父自乍（作）彝”，及《集成》２５６４的“曾中（仲）子敔用吉金自乍（作）

寶鼎”。此外，還有一件春秋晚期的“莒叔之中子平”器（《集成》１７２—１８０）。張丹曾認

爲《集成》２５６４“曾中（仲）子敔”之名的格式，爲國名曾加排行再加私名。〔４〕按，此説

法可從。上述三件春秋器的“中”，都應當爲排行名“仲”，實際上和本文所討論的“中

子”，並非是同性質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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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珊：《出土文獻所見“以謚爲族”的楚王族———附説〈左傳〉“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”的讀法》，收入

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二輯第１１１—１３０頁，復旦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８年。

黄銘崇：《甲骨文、金文所見以十日命名者的繼統“區别字”》，《“中研院”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第七十

六本第四分，第６２５—７０９頁。

李學勤：《長子、中子和别子》，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２００１年第６期，收入氏著：《中國古代文明研究》第

９１—９４頁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５年。

張丹：《河南淅川所出鎮墓獸銘文中之人名稱謂新考》，收入羅運環主編：《楚簡楚文化與先秦歷史文化

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第６７８頁，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３年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而“中子化”的稱謂，似與上面都有所不同。目前所見，學者的理解有兩種角度。

其一，如張亞初的觀點，他曾認爲這裏的“中”是國族氏名，也就是安州六器的“中”，這

個“中”並非一般王朝職官，而是生活在漢水一帶的地方諸侯，爲漢陽諸姬之一。〔１〕

結合相關的“中”器來看，學者多認爲至春秋晚期時，“中”已經入楚。〔２〕按照這種思

路，結合中子化盤來看，表明其時“中”可能存在，但很有可能已經成爲楚國的附庸。

另外一種觀點，如鄒芙都認爲本器銘文的“中”，可能是由地名演化爲氏稱，“中子化”

可能已經入楚爲仕，並用“中”作爲氏稱，“化”爲其名。〔３〕目前由於資料的限制，我們

還不能確定哪一種理解更爲合適，只能留待日後繼續考察。

（二）用保楚王

持中子化盤年代西周説的學者，一個重要論斷是，結合文獻“楚”、“胥”通假的用

例，與西周金文中的“胥保”辭例，如才（？）盉、才（？）盤（《集成》９４３６、１０１０６，西周

中期）：

敢乍（作）姜盉，用萬年，用楚（胥）保眔弔（叔）

由此，認爲中子化盤銘文中的“用保楚王”是“用楚保王”之誤倒，應當讀爲“用楚

（胥）保王”。按，如果依照此説，則中子化盤反映的是兩周之際在周王的主持下，中子

化參加的一次攻打“ ”之戰役。

按，我們認爲，這一思路還需要面對兩個問題：

首先，根據近期研究成果，西周金文中用“楚”表示“胥”字的銘文，除上引二器之

外，還包括：

弭叔師察簋（《集成》４２５３、４２５４）：“用楚（胥）弭白（伯）。”

7 簋（《集成》４２５５）：“楚（胥）走馬。”

才（？）盉、才（？）盤（《集成》９４３６、１０１０６）的年代，一般認爲是西周中期。〔４〕而弭

叔師察簋（《集成》４２５３、４２５４）與 p 簋（《集成》４２５５）的年代，尚有一定争議，先就它們

進行一些探討。

關於西周的年代分期，目前一般認爲“武、成、康、昭”諸王爲西周早期，“穆、共、

懿、孝”諸王爲西周中期，“厲、宣、幽”諸王爲西周晚期。分歧在於“周夷王”的劃分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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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亞初：《論魯臺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屬》，《江漢考古》１９８４年第２期。

黄錫全：《古文字中所見楚官府官名輯證》，收入《文物研究》第七輯第２０８—２３６頁，黄山書社１９９１年，

又收入氏著：《古文字與古貨幣文集》第２７０—３０２頁，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９年。

鄒芙都：《楚系銘文綜合研究》第４０頁，巴蜀書社２００７年。

劉雨、沈丁、王文亮等編著：《商周金文總著録表》第１３３３、１４３１頁，中華書局２００８年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是將其歸爲“穆、共、懿、孝、夷”的西周中期，〔１〕還是劃歸爲“夷、厲、宣、幽”的西周晚

期。〔２〕按，根據文獻的記載來看，從周厲王開始，西周開始了衰亡的階段，所以本文

贊同以周厲王爲西周晚期的起始。因此，本文的西周中期指的是穆、共、懿、孝、夷諸

王，西周晚期指的是厲、宣、幽諸王。

按，p 簋（《集成》４２５５）的年代，觀點大致可以分爲如下兩類：

（１）西周中期説。具體而言主要有“周穆王”（何景成意見）、“周共王”（陳夢家、唐

蘭、劉啟益意見）、“周懿王”（盛冬鈴意見）、“周孝王與周夷王”時期（吴鎮烽、彭裕商意

見）〔３〕等意見。

（２）西周晚期説。劉雨等認爲是西周晚期，還有較早時候的“周宣王”時期説（郭

沫若意見）。〔４〕

從上述有關 p 簋（《集成》４２５５）年代討論的意見來看，目前學界主要認爲它屬於

西周中期，本文從之。

關於弭叔師察簋（《集成》４２５３、４２５４）的年代，觀點大致可以分爲如下兩類：

（１）“周穆王”時期説（唐蘭意見）、“周懿王或周孝王”時期説（陳夢家、王世民、張

長壽意見）、周孝王時期説（盛冬鈴、劉啟益意見）、“周孝王、周夷王”時期説（韓巍意

見），〔５〕上述爲西周中期説。

（２）《集成》整理者及劉雨認爲是西周晚期，〔６〕具體還有早期的“周宣王前後”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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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２〕

〔３〕

〔４〕

〔５〕

〔６〕

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：《夏商周斷代工程１９９６—２０００年階段成果報告（簡本）》第２０頁，世界圖書出

版公司北京公司２０００年。

朱鳳瀚：《中國青銅器綜論》第６３４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。

可參考何景成：《西周王朝政府的行政組織與運行機制》第１４５頁，光明日報出版社２０１３年；陳夢家：

《西周銅器斷代》第１７６頁，中華書局２００４年；唐蘭：《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》第４４８頁，上海古籍出

版社２０１６年；劉啟益：《西周紀年》第２６７—２６８頁，廣東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；盛冬鈴：《西周銅器銘文

中的人名及其對斷代的意義》，《文史》第十七輯第２７—６４頁，中華書局１９８３年；吴鎮烽等：《王臣簋的

出土與相關銅器的時代》，《文物》１９８０年第５期，又收入氏著：《考古文選》第８１—８５頁，科學出版社

２００２年；彭裕商：《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》第３４６頁，巴蜀書社２００３年。

可參考劉雨、沈丁、王文亮等編著：《商周金文總著録表》第６２７頁，中華書局２００８年；郭沫若：《兩周金

文辭大系圖録考釋》第１５０頁，科學出版社２００２年。

可參考唐蘭：《西周銅器銘文分代史徵》第４０２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６年；陳夢家：《西周銅器斷代》

第２０６頁，中華書局２００４年；王世民、陳公柔、張長壽：《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》第８８頁，文物出版

社１９９９年；張長壽：《師酉鼎和師酉盤》，《新世紀的中國考古學———王仲殊先生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》

第３９５—４０１頁，科學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；又收入氏著：《豐邑行》第２２９—２３６頁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２０１４

年；劉啟益：《西周紀年》第３３４—３３５頁，廣東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；盛冬鈴：《西周銅器銘文中的人名及

其對斷代的意義》，《文史》第十七輯第２７—６４頁，中華書局１９８３年；韓巍：《讀〈首陽吉金〉瑣記六則》，

收入朱鳳瀚主編：《新出金文與西周歷史》第２１６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。

劉雨、沈丁、王文亮等編著：《商周金文總著録表》第６２７頁，中華書局２００８年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（郭沫若意見），與“周厲王”時期説（陳公柔、彭裕商意見），〔１〕上述爲西周晚期説。

其中，持“周厲王”時期説的學者們，意見較爲詳細，列舉的相關證據如：

（１）弭叔師察簋（《集成》４２５３、４２５４）的器形爲ＥａＶ式乙類，口下、蓋沿均釋ＡａⅡ

式樣竊曲紋，腹飾瓦紋，器形和紋飾常見於西周晚期。

（２）銘文中提到的人物“井叔”，見於周夷王、周厲王之際的免尊、免簋，及周厲王

時期的曶鼎；“尹氏”也常見於西周晚期器。銘文字體也有明顯的西周晚期風格。

（３）與之同出的弭叔盨，通身飾有瓦紋，器形、紋飾同於周夷王晚年的■父盨，與

周厲王時期的翏生盨，這種樣式的盨主要流行於周厲王時期。

（４）與之同出的詢簋，爲周厲王十七年器。另外同出的一件銅壺，器形、紋飾與周

厲王時期的番匊生壺、幾父壺等相同。

按，即使認爲弭叔師察簋（《集成》４２５３、４２５４）的年代爲周厲王時期，這也是西周

晚期早段，而非兩周之際（相當於西周晚期晚段），仍然存在時間差，要據之以論證所

謂兩周之際的中子化盤中的“用保楚王”，應當讀爲“用楚（胥）保王”，還是缺乏充分説

服力的。

並且，弭叔師察簋（《集成》４２５３、４２５４）的年代，也不能肯定就是西周晚期。晚期

説論者所列出的幾個例證，似都有可議之處，如：

關於第二條，上述所提及的幾件器物，是否都屬於西周晚期，還有待證實。如免

尊（《集成》６００６）、免簋（《集成》４２４０）的年代，早期容庚先生認爲是西周後期，〔２〕此後

學者多將其年代提前，如唐蘭先生認爲是周穆王時期（西周早期晚段）。〔３〕也有學者

認爲是西周中期，如周懿王時期説（陳夢家意見）、周懿王與周孝王時期説（王世民等

意見）、周孝王前後説（盛冬鈴意見）〔４〕等。可見，目前學者多不贊同免尊（《集成》

６００６）、免簋（《集成》４２４０）的年代爲西周晚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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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１〕

〔２〕

〔３〕

〔４〕

可參考郭沫若：《弭叔簋及詢簋考釋》，《文物》１９６０年第２期；陳公柔：《記幾父壺、柞鐘及其同出的銅

器》，《考古》１９６２年第２期，又收入氏著：《先秦兩漢考古學論叢》第７３—７８頁，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；彭

裕商：《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》第４１７頁，巴蜀書社２００３年。

容庚、張維持：《殷周青銅器通論》第６７頁，中華書局２０１２年。

唐蘭：《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》第３７１、３７２、３７４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６年。

各種意見，可參考陳夢家：《西周銅器斷代》第１８３、１８６—１８７頁，中華書局２００４年；劉啟益：《西周紀

年》第１５５頁，廣東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；王世民、陳公柔、張長壽：《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》第１５６

頁，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９年。盛冬鈴：《西周銅器銘文中的人名及其對斷代的意義》，《文史》第十七輯第

２７—６４頁，中華書局１９８３年。

又按，彭裕商先生對免尊、免簋等器的斷代，似乎先後意見不一致，除在這裏認爲免尊、免簋在周夷王、

周厲王之際外，還曾認爲“推測可能在懿孝時期”，屬於西周中期，見彭裕商：《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

究》第３８３頁，巴蜀書社２００３年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又如關於曶鼎（《集成》２８２８）的年代，學界争論也很多，如《集成》主張“西周中

期説”，具體還有周穆王時期（何幼琦）、周恭王時期（唐蘭意見）、周懿王時期（陳夢

家、王占奎意見）、周懿孝王時期（劉啟益意見）、周孝王時期（盛冬鈴意見）〔１〕等，其

中“周懿王”時期説的贊同者最多，因此，曶鼎（《集成》２８２８）似不可遽定爲周厲王

時器。

關於第三條，翏生盨的年代，也有學者認爲是西周中期的周夷王時期。〔２〕

關於第四條，詢簋的年代，李學勤認爲是周共王十七年；〔３〕幾父壺、番匊生壺的

年代，也有學者認爲是周孝王時期，〔４〕上述都是西周中期。

因此，本文認爲，要將弭叔師察簋（《集成》４２５３、４２５４）的年代定在西周晚期，可能

還缺乏説服力。相較之下，關於弭叔師察簋（《集成》４２５３、４２５４）年代爲“西周中期”説

的意見，較爲可行。

由此可見，才（？）盉、才（？）盤（《集成》９４３６、１０１０６）、彌叔師察簋（《集成》４２５３、

４２５４）、p 簋（《集成》４２５５）的年代，都屬於西周中期。而上述是目前所見，西周金文中

用“楚”表示“胥”的全部銘文，由此可見，田煒先生提出的，西周金文中凡是用“楚”表

示“胥”字的銘文，其器物的時代都屬於西周中期，〔５〕這一意見是可信的。

如此，如果認爲中子化盤中的“用保楚王”，應讀爲“用楚（胥）保王”，按照這種思

路，則應將本器年代定爲西周中期，而非兩周之際。可見，西周金文中用“楚”表示

“胥”字的年代，與論者所提出的中子化盤年代相矛盾。那麽，是否可以將本器年代定

在西周中期？其實，這樣説同樣也無法解釋本器很多銘文的字體都屬於春秋時期的

現象。因此，這個進一步的假設，也是不能成立的。

其次，從“保胥”的用例來看，如清華簡《祭公之顧命》簡２０：

皆缶（保）舍（胥）一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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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２〕

〔３〕

〔４〕

〔５〕

各種意見，可參考何幼琦：《西周年代學芻議》，《西北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１９８４年第２期；唐

蘭：《西周銅器斷代中的“康宫”問題》，《考古學報》１９６２年第１期；又收入氏著：《唐蘭先生金文論

集》第１６０—１６１頁，紫禁城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；陳夢家：《西周銅器斷代》第１９８頁，中華書局２００４年；王

占奎：《西周列王紀年擬測》，《考古與文物》２００３年第３期；劉啟益：《西周紀年》第２９３—２９４頁，廣東

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；盛冬鈴：《西周銅器銘文中的人名及其對斷代的意義》，《文史》第十七輯第２７—

６４頁，中華書局１９８３年。

劉啟益：《西周紀年》第３６４頁，廣東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。

李學勤：《西周青銅器研究的堅實基礎》，《文物》２０００年第５期，收入氏著：《中國古代文明研究》第

４２—５０頁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５年。

馬承源主編：《商周青銅器銘文選（三）》第２０１、２２４頁，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８年。

田煒：《西周金文字詞關係研究》第２６８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６年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這裏的“舍”，目前有讀“餘”、〔１〕“胥”〔２〕等意見，後一種可能更有説服力，“皆缶

（保）舍（胥）一人”，意思就是學者指出的“你們都要相輔我王”。這段記載可以和傳世

本中的“三公……兹皆保之，康子子，攸保［之］”相對讀，我們也可以看出，能够“保胥”

周王的，應當是位列三公的高位者，或者地位相差不遠之人。與之相類似的，則“中子

化”身份應當也不低；但由於文獻記載的缺失，“中子化”的地位是否如此，我們不得

而知。

因此，我們認爲，中子化盤銘文中的“用保楚王”是“用楚保王”之誤倒、應當讀爲

“用楚（胥）保王”的意見，尚缺乏説服力。

同時，“楚王”之稱，在東周時期常見，如《集成》７２：

楚王媵邛中（仲）爾南龢鐘，其眉壽無疆，子孫永保用之。

學者多認爲此處的“楚王”即春秋時期的楚成王。〔３〕相較而言，中子化盤“用保

楚王”如字讀的意見，應當更有道理。金文中的“保”有守衛、保護之義，如克鼎（《集

成》２８３６，西周晚期）“肆克恭保氒辟恭王”，中子化盤“用保楚王”中的“保”，也應當是

這種用法。

（三）用正（征）“ ”

關於“ ”，很多學者認爲从吕，具體的意見則有：（１）“莒”。按，文獻中的“莒

國”之名，在金文中一般多寫作“q ”字，此外，金文中也有作爲國名的“莒”字，見於

莒小子簋（《集成》４０３７，西周晚期），作“ ”，〔４〕其下部所从，也與中子化盤的前述

字形之右旁存在差異。（２）“吕”。有學者認爲是改封到南陽盆地的吕國，〔５〕或是

新蔡之吕。〔６〕按，關於本字是否从“吕”、是否能讀爲“莒”，很多學者存疑，如此前

張政烺先生在曾認爲本字可能讀爲“旅”。〔７〕本字究竟該如何釋讀，目前暫時只能

存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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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１〕

〔２〕

〔３〕

〔４〕

〔５〕

〔６〕

〔７〕

沈建華：《清華簡〈祭公之顧命〉與〈逸周書〉校記》，收入《出土文獻研究》第十輯第３４頁，中華書局

２０１１年。

楊蒙生：《清華簡〈祭公之顧命〉“康■之，保伓之，肰母夕要”句解》，收入《出土文獻研究》第十二輯第３８

頁，中西書局２０１３年。

李零：《楚國銅器銘文編年匯釋》，收入《古文字研究》第十三輯第３６１頁，中華書局１９８６；又收入氏著：

《待免軒文存（説文卷）》第２１２—２５８頁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５年。

董蓮池：《新金文編》第５０６頁，作家出版社２０１１年。

鄒芙都：《楚系銘文綜合研究》第３９—４０頁，巴蜀書社２００７年。

胡澱咸：《甲骨文金文釋林》第３７２頁，安徽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。

張政烺著，朱鳳瀚等整理：《張政烺批注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》第三册第１１９頁，中華書局２０１１年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（四）用擇其吉金

“擇其吉金”辭例，目前多認爲最早見於西周晚期的羌仲虎簋（《集成》４５７８）：

唯羌仲虎［擇］其吉金，用自作寶簠，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享。

細審《集成》中收録的羌仲虎簋銘文拓片，我們可以發現，恰恰於“擇”字部分，出

現了缺文，《集成》將其擬補爲“擇其吉金”。按，西周晚期金文中有“孚（俘）吉金”（《集

成》４３１３）、“用其吉金”（《集成》１０１３４）等辭例，我們尚不能確定羌仲虎簋（《集成》

４５７８）中的缺字，是否一定就應當擬補爲“擇”字，但可依上述來推定，“擇其吉金”辭例

的出現，不應早於西周晚期。正如有學者總結的，“吉金”最早出現於西周中期的鮮簋

（《集成》１４３）“王賜鮮吉金”，而在其後不久的西周晚期，青銅器銘文中就開始出現前

述羌仲旡簋“擇其吉金”等辭例。〔１〕而中子化盤銘文也有“用擇其吉金，自作 l 盤”的

辭例，據此，我們也可以推斷，中子化盤的年代，應當不早於西周晚期。

總結本部分的討論，我們認爲從銘文辭例與内容來看，中子化盤的年代，不早於

西周晚期。

小　　結

中子化盤由於器形、紋飾的欠缺，學者多偏好從内容的釋讀來探討其年代，也涉

及一些銘文字體的問題。本文則兼顧兩方面，認爲從銘文“保”、“正”、“吉”、“自”、

“l ”等字體來看，體現出春秋時期的特徵。而從銘文“擇其吉金”的辭例來看，不早於

西周晚期。此外，青銅器銘文中出現的反書現象，主要流行於東周時期，而中子化盤

中存在較多的銘文反書現象，這也可以作爲判斷其年代的一個旁證。綜合上述，應當

將中子化盤的年代定在春秋時期。如果認爲中子化盤中的“用保楚王”，應讀爲“用楚

（胥）保王”，並進而僅從文字釋讀的角度出發，就將其年代定爲兩周之際，還缺乏説服

力。因爲這不僅無法解釋字體方面體現春秋時期特徵的問題，也和西周金文中，“楚”

用爲“胥”主要流行於西周中期不符，勢必出現銘文辭例的用法年代早於器物年代的

時間差和矛盾。總之，中子化盤的性質，還應當是春秋時期的楚系器。

同時，上述問題的討論，也提示我們，在運用通假字的過程中，應當注意到出土文

獻的通假用字，有一定的時代性特徵及區域特徵；而傳世文獻的通假用字裏面，却没

·９９·

中子化盤年代研究平議

〔１〕張昌平：《“擇其吉金”金文辭例與楚文化因素的形成與傳播》，《中原文物》２００６年第４期；又收入氏著：

《方國的青銅與文化———張昌平自選集》第６９頁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有這麽明顯的時代和地域之分。通過改讀中子化盤“用保楚王”爲“用楚（胥）保王”，

並試圖將其年代從春秋早期改爲兩周之際，其所面對的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在於，傳世

文獻中“楚”讀爲“胥”的用例固然常見，但是西周金文中“楚”讀爲“胥”的用例，却主要

集中於西周中期這一個時段。由此可見，對出土文獻通假用字時代特徵和地域特徵

的考察，是應當加以專門留意的。

附記：感謝匿名審稿專家的寶貴意見，在修改過程中又得到張丹先生的幫助，謹

此致謝！

（熊賢品　湖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　講師）

·００１·

出土文獻（第十一輯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